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1卷（第 4期） 003364
J. Shanxi Agric. Univ.（Social Science Edition）No. 4 Vol. 21 2022

我国农地制度的本源性权利及其强化逻辑

张元洁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从本源论上来看，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内含着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农业使用权、劳动收益权和生态发展权等四

项彼此统一的本源性权利。在三权分置改革中，农户承包权和流转经营权便直接由集体所有权衍生出来，并通过三权合

约建立统一性，同时受到农业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劳动权益保障和生态保护的约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业劳动收益率相对降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地抛荒或者变更

用途，生态也遭到一定破坏，由此我国农地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集体所有权这一本源性权利的虚置和弱化，也使当前三

权分置农地制度所依赖的三权合约出现结构性失灵，并连带其他三项本源性权利程度不同的受到影响。农地制度本源性

权利的虚置弱化和三权合约的结构性失灵，要求农地制度的合约论应以本源论为目的导向和约束条件，通过深化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强化农地的本源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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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有三个重要的节

点，即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实行土地承包权归农

户所有，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三权分置的农

地制度，这构成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

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

造，为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但

在实践和认识层面，人们主要关注三权分置农地

制度中三种权利的合约论的统一性，却未关注我

国农地制度本源论的统一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

继续推进的当下，围绕农地权利依然显著存在农

户与集体、工业与农业、土地与劳动、人与自然

的紧张关系。矛盾的斗争性靠矛盾的统一性来化

解，而要化解农户与集体、工业与农业、土地与

劳动、人与自然的疏离和紧张关系，就需要充分

发掘利用我国农地制度本源论的统一性，从中发

掘农地的本源性权利及其强化逻辑，从而有效化

解上述的紧张关系。

本研究所谓的本源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相关论述，确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农地

权利的源头或始因的理论，它与哲学的本体论有

联系也有区别。哲学本体论是追因的理论，但追

寻的是形而上的终极原因，每种哲学承认的终极

原因只有一个，它代表世间万物共同的统一性。

具体科学认同的始因则是多元的，表征所研究的

对象具有多种共同的属性。从具体科学的角度

看，农地权利的本源论是指农地权利的源头或始

因是多元和系统的，这些源头或始因构成最基本

的农地权利，是农地承包权和农地经营流转权等

衍生性农地权利生成的基础，从源头上规定了农

地权利的统一性。

一、农地集体所有权及其强化

逻辑

由上述本源论的观念看，三权分置的农地制

度在三种权利的源流关系上内含着统一性，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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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集体所有权是法定的根本权利，分散到各个

农户的农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都由集体所有权派生

而来，集体所有权构成农村土地的最终归属和共

同属性。在合约论者或契约论者看来①，农地的

承包权和经营权一旦从集体所有权中衍生分化出

来，就形成与集体所有权相隔离的趋势，为此需

要订立两次合约将三种权利统一起来，即村集体

与农户订立承包合约，农户再与经营者订立流转

合约，从而防止三种权利之间的隔绝对立。由此

可见，合约论的统一性基于集体所有权的衍生和

分化，本源论的统一性强调集体所有权是每项土

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共同的源头和始因。

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通过两次合约建构三种

权利的统一性，维护中国农业的稳定发展，但实

践中出现集体所有权的弱化与两次合约的某些失

灵。就第一次合约来看，失灵一方面表现为土地

承包制下的农户组织能力不足，难以通过契约的

联合形成规模效应。曹锦清为此讲：“囿于传统

习惯的中国小农，单靠自身的经验与力量，看来

无法走向自发的契约联合”［1］。另一方面表现为

城市化使农民放弃耕种土地，这违背了农户承包

土地用于开展农业生产的合约约定。刘守英、熊

雪峰等为此讲：“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发生农户土地承

包权与经营权事实上的自主分离”［2］。再一方面

弱化了集体经济，随着农地财产权的转移和农村

税费改革向农户让渡利益，出现集体功能弱化和

集体资产流失［3］，形成“空壳村”和“集体经济

为零”［4］，造成集体无法按照权责利相统一原则

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双层经营困境［5］。就第二次合

约来看，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承包人寻找经营者困

难，农地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实现农地流转；另

一方面表现为承包地难以达到经营者的连片化和

规模化要求，生产成本过高；再一方面表现为流

入土地的农户因经营不善和外出务工等而毁约弃

耕，投资农业的企业因经营不善和无法支付土地

租金而毁约弃耕［6］。上述两次合约的失灵，比较

集中地反映了农户与集体的矛盾关系。当农户从

集体中获得农地的承包和经营权，按照自己的意

志经营土地时，受自身能力不足、劳动转移和权

利扩大等因素影响，形成对集体的某种违约甚至

否定，使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受到弱化和虚置，统

分结合农地制度中的统处于被消解的境地。

两次合约出现的失灵要求寻找解决的对策。

就第一次合约的失灵而言，对于承包制下的农民

组织能力不足和土地不规模问题，学术界提供合

作化、企业化和私有化的解决方案。曹锦清主张

用教育和财政手段扶持小农走上合作化道路［1］，

胡鞍钢、吴群刚认为农业企业化是农业走向市场

化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途径［7］，文贯中认为土地

私 有 化 能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 实 现 土 地 规 模 化 经

营［8］。对于承包户的弃耕，学术界提供建立农地

流转机制和承包权退出机制的解决方案。刘守

英、熊雪峰等认为三权分置的顶层制度设计包含

对农户承包权与耕作者经营权的平等保护［2］。范

朝霞认为构建土地经营权退出机制能实现土地的

规模化经营，而对于弱化集体经济的问题，可以

通过构建土地退出机制创造集体财产并发挥集体

经济的组织和生产功能［9］。贺雪峰提出建立基于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村社集体制度能形成中坚农民

并增强集体的公共服务能力［5］。由于农地流转已

进入第二次合约的范围，因此刘守英、范朝霞、

贺雪峰等实质上是在用第二次合约化解第一次合

约的失灵，这就触及是否会造成第二次合约的失

灵。就第二次合约的失灵而言，吕军书、贾威提

出政府加强土地流转的监管服务、建立土地流转

履约保险机制［6］，吴一恒、徐砾等提出建立第三

方服务机制［10］。这些措施虽然引进政府责任和第

三方服务，但未将村集体的功能充分发掘出来。

一旦合作社解体，一些农户和投资农业的工商企

业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谁来接手又怎样经营农地

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若按温铁军所讲的土地私有化会导致许多农

民失去土地并引发社会动荡［11］，再按简新华讲的

坚持农地的集体所有制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领导的要求［12］，把土地私有化作为三权分置农地

制度的排除性方案。那么上述方案就集中于谁是

① 刘守英在论土地权利之间的约定关系时用的是

“合约”（见刘守英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M].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8：64.），程世勇和洪名勇等用的是“契

约”（见程世勇,刘旸 .我国土地契约关系变迁的制度风险

[J].社会科学辑刊，2012(2):100.；洪名勇,尚名扬 .信任与农

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 [J].农村经济,2013(4):23.），“合约”与

“契约”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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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最后的接管者和经营人，又需采用何种组织

方式经营农地。就第一方面来看，建立农地流

转、土地流转履约保险和第三方服务等机制，都

是基于农地权利分化，且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然而流动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一旦出现工

商企业退耕、农户退耕并引发合作社解体，就从

根源上导致两次合约乃至履约保险和担保的第三

次合约的失灵。因此两次合约乃至第三次合约失

灵的实质是市场手段的失灵。通过加强政府监管

的方式化解市场失灵，又会导致政府监管成本过

高、土地运营效率低下的政府失灵，为此需要找

到最适于对接政府与市场的经济主体。鉴于拥有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合作社、投资农业的工

商企业，或会解体或会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这样

经济主体的聚焦就应放到拥有农地所有权的村集

体上来。由统分结合农地制度的“统”的内涵来

看，“统”所指的统一性包括村集体依法享有对

农地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的权能［2］。因此村

集体是农地监管的法定主体，充分发挥村集体对

农地的监管权既可以减少政府负累，又可以顺畅

地对接政府的调控政策和公共服务。除此之外，

村集体还拥有对农地法定的回收权，它与发包权

和调整权一起，缺一不可地构成农地权利的分、

转、回的闭合环路。加之农户和工商企业退出农

耕后，农地具有回归村集体的法定要求和现实需

要。因此，拥有农地所有权的村集体是农地最后

的接管者和经营者。

就第二个方面来看，村集体接管退耕的农地

后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经营土地，仍是需要明确的

问题。针对承包制下小农户组织能力不足和土地

不规模的第一次合约失灵，曹锦清提出了合作化

的方案，温铁军、贺雪峰和吴一恒等肯定了农业

合作社的组织力。与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一样，

农业合作社虽是现实的存在，能够实现规模化经

营，使农民的主体性增强。但正如贺雪峰、印子

所言，合作的交易成本过大，农户退出使合作的

普遍化和稳定性难以实现，使农业生产的合作之

路陷入死结［13］。不仅如此，合作社与种养大户和

家庭农场一样扩大再生产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较低，治理结构并不完善，因而并非

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不适于作为对接市场的最

佳组织形式。问题的解决就在于胡鞍钢和吴群刚

讲的企业化、贾小玫讲的农业公司化是对分散经

营的农户走向社会化专业化的适应性调整和创新

农业组织形式的重要模式选择［14］。张元洁、田云

刚也指出，股份公司因其股权开放、治理体系完

善、市场适应能力强、能融合一二三产业、与社

会化的服务体系相互衔接、实行利益共享和风险

共担，因而是适应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完善的经

济主体［15］。加之，如马克思指出的股份制度“已

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

形式的对立面”①，股份制农业企业具有公有制

属性，并且通过浙江的花园村、陕西的袁家村、

山西的振兴村、北京的郑各庄村等的村企合一模

式大量涌现出来，代表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

方向，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领域的“第二次飞

跃”［7］。因此可以将退耕农户和在耕农户的农地，

以入股方式集中起来并融合入乡资本，实行农业

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村企合一组织模式，发展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

二、农地农业使用权及其强化

逻辑

如果说农地的集体所有权是从权利法定的意

义上，提供了农地最终权利归属的本源和统一

性。那么农地用于农业生产，则提供了农地使用

权的本源和统一性。农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是

由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最文

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

先 保 证 自 己 有 食 物 ， 然 后 才 能 去 照 顾 其 他 事

情”②。马克思的农业作用理论表明，农业是基

础性产业，它向工业提供食品、原材料和劳动

力，因此具有本源性地位。加之工业和服务业的

生产可以脱离土地，而农业生产则必须依赖土

地，因此农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基于农业具有

本源性的地位，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指

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498.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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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

政策的基石，必须亳不动摇地坚持。”我国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也明确规定，维护土地的农业用

途，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农地承包制作为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要求农地用于农业生产，保证农产

品的社会供给。然而农地用于农业生产既面临着

农业收益率低的困境，即费孝通讲的“土地报酬

递减”［16］，西奥多·W·舒尔茨讲的“边际劳动

生产率低下”［17］。也面临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压

力，即邓小平讲的“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

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①，江泽民讲的“加快

城镇化进程”②。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工业化和

城镇化常被视为解决农业收益率低问题的路径。

上海证大研究所［18］ 认为解决土地不能使农民致

富、农民抛弃土地、乡镇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等

“三农”问题，必须走城市化的道路。蒋省三、

刘守英［19］ 曾依据广东南海的经验，提出农村工

业化能够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使得农民分享非农

化的收益。城市化和工业化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的

过密化问题，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农业劳动力过

疏化问题，使前述的两次合约乃至第三次合约出

现失灵。不仅如此，城市和工业的不断扩张，还

导致农地大量流失。大量农地改变农业生产的使

用权属，使农地的农业使用权受到弱化和虚置，

不仅触及农地的安全红线，也危及国家的粮食安

全，形成两次合约背离促进农业发展目的的失

灵。由此可见，两次合约的失灵也深刻反映工农

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于如何化解工农城乡之间在农地使用权上

的紧张关系，除了前述的村集体收回退耕农地的

方案外，一种主导性观念是主张加强政府管控，

守护耕地红线。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指出“坚

守耕地红线”，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仍强调“严

守 18亿亩耕地红线”。这种观念在学术界得到响

应，魏玉强、程倩雯等认为划定耕地红线是保护

耕地，有效缓解快速城镇化大都市边缘地区占用

耕地的重要措施［20］。朱道林认为必须制定严格的

土地规划并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防止农地

自主开发和投资开发冲击 18亿亩的耕地红线［21］。

另一种观念是主张通过村庄合并与闲置宅基地还

田，扩大耕地面积。周伟、曹银贵等认为通过散

村散户归并与中心村建设盘活空置居民点用地，

能够保护现有耕地［22］。庄开明、黄敏认为完善农

村宅基地的退出和补偿机制，盘活农村闲置的宅

基地资源，能够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23］。再一种

观念是主张通过荒漠化治理和盐碱地治理等，扩

大耕地面积。侯天琛提出荒漠化治理能缓解人地

矛盾，增强经济活力，改善生态环境［24］。王楠、

郝晋珉等基于曲周县的经验提出，盐碱地治理带

来的耕地质量提升，显著导致农村聚落集聚现

象。上述观念反映中国采用政府管控、农村内部

挖潜、生态化治理等措施，开展农地总量控制和

增量补充的实践路径，对于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

具有重大意义［25］。但上述观念未能基于城乡融合

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明确如何构建工农

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的农地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承接

恩格斯讲的“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

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

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

得到全面的发展”③。城乡融合发展涉及资金、

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相互流

动，还涉及土地在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如果说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的土地、资金、劳动呈现净流

出特征，那么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要素流动则

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就农村要素向城镇的流

动而言，农村人口和资金等消费要素向城镇流

动，可以充分利用城镇的餐饮和酒店等地产资

源，提高城镇地产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率。农

村土地向城镇流动 不仅可以为城镇居民提供安居

乐业、接受教育、泊车出行、休闲娱乐的增量空

间，也可以为农民进入城镇提供相应的增量空

间。就城镇要素向农村流动而言，城镇的劳动、

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以及

资金和人口等消费要素进入农村，可以充分利用

农村闲置的耕地和宅基地等资源，提升农村土地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274.
②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6：546.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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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收益率。因产业和人口转移形

成的空心城和空心镇所占土地，因城镇盲目扩张

而废弃使用的建筑用地和建设用地，可以修复后

回归用于农业生产，提供农业用地的增量空间。

围绕耕地红线，动态调整农村和城镇用地的增

减，实现农村和城镇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将

能在城乡之间构建良性循环的土地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承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把工业和农业结合

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渐消灭”①。工农关系与

城乡关系具有密切的联系，乡村发展工业和服务

业不仅具有消除城乡差别的意义，还有增加农民

收入的意义。从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上看，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包括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

的延伸，通过延伸产业链、增加劳动量、完善价

值链，能解决费孝通所谓的土地报酬递减问题和

舒尔茨所谓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这种产

业链的延伸对农村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提出要

求，从而占用农村的土地资源，触碰耕地红线，

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形成两次合约背离促进农

业发展目的的失灵。问题的解决固然可以通过闲

置宅基地的置换，提供农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

用地空间，但这并不完整地构成工农之间良性互

动的土地关系。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上

看，农业的本源地位和基础作用决定了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还包括工业和服务业依赖农业的

发展。为此就需要提供农业用地的增量，达成工

农之间在用地上的动态平衡，维护耕地红线和国

家的粮食安全。具体路径就在于将工业和服务业

扩张中形成的废弃建筑和厂房等所占土地，将产

业和人口转移中形成的废弃矿山和厂房等所占土

地，经过修复后回归用于农业生产，从而构建工

农之间良性互动的土地关系。

三、农地劳动收益权及其强化

逻辑

如果说农地的农业使用权是从权利法定的意

义上，提供了农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的本源和统

一性。那么农地必须使农业劳动获得收益，则提

供了农地收益权的本源和统一性。农地必须使农

业劳动获得收益，是由劳动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从人类社会的产生上说，如恩格斯讲的“劳动创

造人本身”②，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因此劳动具有本源性的地位和作

用。从物质财富的创造上说，如马克思讲的“如

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

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③。所有的商品

是由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没有商品的价值和

使用价值，因此劳动具有本源性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维持和延续劳动力的生存

与发展，劳动者就必须获得相应的报酬。然而在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夺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

价值，使无产阶级处于贫困和过劳死的状态。无

产阶级要改变自身受剥削的命运，必须采用革命

方式建立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

会，进而建立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劳动本源论或劳动统一

性理论，也适用于农业劳动和农产品。农产品作

为商品，都是由农业劳动创造的。要维护农业劳

动的存在和发展，农业劳动者就必须获得相应的

收益，否则农业生产将无以为继，为此必须在农

业领域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国土地承包法

规定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维护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要保证农业劳动的收

益权。

农业劳动收益权在现实中面临的根本困境，

就是费孝通讲的“土地报酬递减”和舒尔茨讲的

“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即农业劳动收益率相对

降低。这种困境引发农民脱离农业生产，造成两

次合约的失灵。除了前述的规模化生产、企业化

和市场化经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应对措施

外，学术界还提供其他的解决方案。费孝通在

《江村经济》 中除了讲恢复农村企业外，还讲到

农业加作为副业的工业，使农民不离乡土地就近

务工并提高收入［26］。这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具有相通性，但与陆益龙讲的农业加副业、务农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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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外出打工并以打工收入为主的“兼业模式”［27］，

在流动性上又有所分别。这种兼业模式的一种发

展状况是部分新生代农民离土又离乡，造成两次

合约的失灵。舒尔茨提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能改善农业的耕作方式和

耕作效率，带来黄宗智［28］ 所谓的“隐性农业革

命”，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增加农民的收

入［29］。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带来明显的非农

就业倾向或机会［30］，从而造成两次合约的失灵。

除此之外，思想界还提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促

进资本入乡等方案。郑风田、董筱丹等［31］ 主张

由政府主导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韩长赋主张

“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

农业农村流动”①。这两种方案对于改善农业生

产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农业投入的不足，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但如何避

免退耕农户与在耕农户、入乡资本与在耕农户在

农地收益上的不公，避免农业劳动的收益权的弱

化和虚置，避免造成在耕农户退耕的两次合约的

进一步失灵，这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上述方案存在的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这样两

个方面：首先，农业劳动流出后如何保证在耕农

户公平地获得土地收益。其次，外部性资源进入

后如何保证在耕农户公平地获得土地收益。就第

一个方面来说，农民进城务工并脱离农业生产

后，他们对农业生产已不关心也无贡献。但他们

所弃耕的农地与宅基地和住房一样，往往被视为

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财产，分享土地租金，分割

农地收益，从而造成农地财产收益和劳动收益的

矛盾。这种不劳而获的状况，增加了农业生产成

本，对在耕农户而言并不公平，［13］也有悖于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农业生产的初衷，难免造成

在耕农户退耕的两次合约失灵的加剧。就第二个

方面来说，政府提供的种粮补贴同样发给有农地

承包权的弃耕农户，这对在耕农户而言并不公

平。政府面向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使农民普遍

产生等靠要的思想，从而使惠农政策变成奖懒罚

勤，也有违政府发放补贴和提供公共服务，用于

促进农业生产的初衷。与此同时，不少入乡资本

并不从事粮食的生产，只是借机套取国家的粮食

补贴和农业项目，［13］或者套取农民的土地和土地

收益。这就减少了在耕农户的收入，造成劳动收

益与财政收益、资本收益的矛盾，对在耕农户而

言并不公平，难免造成在耕农户退耕的两次合约

失灵的加剧。

问题的解决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劳

动。就农地的劳动收益与财产收益之间的矛盾而

言，目前学术界多有人强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

益，却忽视了没有劳动就没有农产品和农地收

益，脱离开劳动的财产收益是类似股市泡沫的无

根基的收益，离开农业劳动势必引发两次合约的

失灵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危机。为此需要回到劳

动的本源和统一性上来，遵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

则，以农业劳动为主，以按劳分配为主，分配农

地收益。首先，要建立弃耕农户的农地退出机

制，由村集体回收弃耕农户的农地承包权，组织

在耕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从而降低农业的生产成

本，保证农地的财产收益与劳动收益相协调。其

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

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分配农地收益，提高农业劳

动的效率；再次，对于知识型、管理型、数据

型、产业融合型等的劳动，要作为复杂劳动给予

分配，体现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业生

产的贡献率，吸引高层次人才回流农村；又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发挥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决定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农

业生产者的生存，因此要按照市场贡献率决定各

种劳动的价值，鼓励农业劳动者按照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最

后，在回收弃耕农户的农地承包权时，利用政府

补贴或集体收益给予弃耕农户适当补偿。通过建

立城乡一体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制度，为农业劳动提供保障服务。

就农地的劳动收益与财政收益、资本收益之

间的矛盾而言，目前多有人主张政府增加农村的

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引导资本入乡。然而问题在

于政府增加公共物品投入若不能与农业劳动相衔

接，就难以保证农业劳动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

入 乡 资 本 如 若 只 是 从 农 产 品 的 加 工 环 节 中 获

利［13］，就难以保证生产初级农产品的劳动供给。

为此必须回到集体、农业、劳动的本源和统一性

上来，充分利用村集体接手和经营土地，组织劳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

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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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功能。首先，要把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作为对接政府调控政策的主体，将农业

补贴发给村集体，用于补贴在耕农户，并与集体

收益一起回收退耕农户的农地承包权。村集体将

政府的各种项目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

农村人居环境，稳定和吸引人才；其次，坚持以

村集体和在耕农户的资产为主导，融合入乡资

本，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农业企业，在所有

制及其实现形式上保证村集体、在耕农户与入乡

资本共享农地收益；再次，在产业融合发展的过

程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平等地对待一二三产

业的劳动，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的完

善中实行利润共享，从而增加农业劳动收益，使

农业劳动者受到尊重；最后，在产品的市场营销

过程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发挥文化和传播的

赋能增效作用，实现农业劳动和农地收益的最

大化。

四、农地生态发展权及其强化

逻辑

如果说农地的劳动收益权是从权利法定的意

义上，提供了农地必须用于维系农业劳动生存发

展的本源和统一性。那么农地必须保持生态平

衡，则提供了农地发展权的本源和统一性。农地

必须保持生态平衡，是由农地的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决定的。首先，就农地的自然属性而言，恩

格斯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

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但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

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森林，也失

去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我们连同我们的

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

中的”①。农地的水分、养分、作物、耕作者等

都属于自然界，原本构成生态平衡的系统。人类

活动一旦破坏农地的生态平衡，就会遭受自然界

的报复。其次，就农地的社会属性而言，马克思

指出“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

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

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

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

量一样”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地属于农业资

本家，农业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会掠夺工

人和土地肥力，破坏土地上的生物链，使农业生

产无以为继。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

持农地的生态平衡。正因为如此，我国土地承包

法对农地的生态发展权做出规定，依法保护和合

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农地的生态发展权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一

方面来自外部输入性的生态环境压力，表现为化

肥、农药、地膜以及工业的“三废”等污染农

地，造成粮食安全危机以及农业劳动力贫病死亡

带来的两次合约失灵；另一方面来自农村内部性

的生态环境压力，表现为人居环境脏乱差、交通

不便、人畜饮水和土地灌溉困难、自然条件恶劣

等，造成农民离开土地的两次合约失灵。这两方

面共同构成农地上的人与自然矛盾关系。对于外

入性的人与自然矛盾，蕾切尔·卡森指出过度使

用滴滴涕造成人与其他生物的死亡，她主张用生

物控制的方法“让我们保住自己的地球”［32］。巴

里·康芒纳将环境危机归因于技术的缺陷，主张

“把原来是有机物的废物重新转化为新的有机物

质”［33］。这两种生态治理观念主要涉及技术和组

织，还未深入到地权的领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主张建立小而美的后现代农业，认为自给自足的

小规模农场能保证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和乡村

繁荣。然而现实中的小农场或小农户，不仅无力

抗衡工业的污染，而且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被工业化所裹挟而使用农药、化肥和激素［34］。对

于内部性的人与自然矛盾，学术界提供了利用政

府力量和社会资本等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方案。

吴文军认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政府、

企 业 、 投 资 机 构 、 科 研 部 门 乃 至 媒 体 携 手 解

决［35］。肖永添认为政府机制在大范围的生态治理

效率比较高［36］，社会资本机制在小范围的生态治

理效率比较高，两种机制可以互相补充。这两种

观点强调了农村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未能将农

村内部的主体力量明确出来。

上述方案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两个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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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何种主体能维护农地的生态发展权；

其次，该主体采用何种方式维护农地的生态发展

权。就维护农地生态发展权的主体而言，罗福

周、李静主张的构建政府、村镇企业和农户的协

同治理体系［37］，沈费伟主张的构建政府、市场、

村民自治组织的“一主两辅”治理机制［38］，都遵

循了多中心主义的共治理路。多元共治虽能调动

各方资源，但政府主导难以避免过度干预以及市

场和公众的缺位，入乡资本存在掠夺农村生态资

源和趋向非农产业的要素配置错位［39］，小农户根

本 无 力 对 接 市 场 从 而 形 成 绿 色 产 品 的 优 质 优

价［34］，因此多中心主义仍然面临以谁为中心来组

织农地生态治理的问题。就维护农地生态发展权

的方式而言，除前述的村庄合并和荒漠化治理等

措施外，学术界还关注农村的人居环境治理和生

态产业发展。曹桢、顾展豪基于浙江的美丽乡村

建设经验提出，完善生态宜居制度、构建政企生

命环境共同体的管理机制、提升村民共同参与生

态宜居的素质［40］，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于法稳

主张通过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生产优质绿色生态安

全的农产品，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乡村旅

游和电子商务，存在对工业的有意规避［41］。如果

把生态宜居作为农村生态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

那么农村应该发展哪些生态产业，绿色农产品的

优质优价何以成立，仍是值得继续明确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回到本源性的村集体。

在政府、企业、农户、入乡资本、科研部门、媒

体、村集体等多元主体中，村集体是法定的农地

所有权人，农地承包户、企业、入乡资本和科研

单位是农地的使用者和支持者，政府和媒体是农

地的管理者和监督者。角色定位决定权责划分，

农地的所有权人角色决定了村集体是农地生态发

展权法定的权益人和责任人，在维护农地生态平

衡的多元主体中处于中心地位。从历史上看，毛

泽东倡导的“美化祖国”，邓小平倡导的“绿化

祖国”，江泽民倡导的“生态良好”，胡锦涛倡导

的“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农

业农村领域都由村集体组织协调各方力量，通过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治

理污水、淘汰污染企业等方式予以具体落实。就

现实来看，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是由村集体组织协调各

方力量，通过村民观念引导、生态产权置换、产

业结构调整、实施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等方式予

以具体落实。村集体既是生产组织单位，也包含

基层政权组织，因此可以有效地衔接政府，落实

国家的生态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政府的生态专

项资金支持，接受政府的监管和媒体的监督。除

此之外，采用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形式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村集体既能集中入乡资本和农户资本并

使其绿色化，又能有效地适应和对接市场，从而

使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防止三权分

置农地制度的两次合约失灵。

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回到本源性的农业和劳

动。按照通常的观念，工业化造成农业面源污染

和农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地的生态发展权受

到弱化和虚置，因此保证农地生态发展权就不能

依赖工业。这种观念在逻辑上忽视四个前提：首

先，工业也可以生态化，工业的生态化依赖科技

的进步；其次，农业通过吸收工业的成果提高生

产效率，解决中国人的温饱小康问题，维护着中

国的粮食安全；再次，农业农村中内生出工业可

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疏离土地造成的两次

合约失灵问题；其四，文旅和康养等业态不适用

于所有的农村，对于多数农村来说还是要回到农

业的生产经营上来。因此，还是应当按照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支持农

村因地制宜地发展清洁能源、生物技术、有机肥

生产、农产品加工、智能农机制造等生态产业，

用于反哺农业并增加农地的生态收益。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绿色安全的农产品要实现优质优价，

既要遵循供求规律，更要遵循价值规律。优质优

价的合理性依据主要在于生态化的科技性劳动，

脱离开这种劳动势必产生价格扭曲和向传统农耕

方式的倒退，也就无法解决中国人的温饱小康问

题和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此，需要将人工智

能与生态技术耦合起来，通过土壤微量元素调

节、增加有机肥使用、秸秆粉碎还田、降低农药

毒害残留、运用节水灌溉技术、回收和降解农膜

等方式，兼顾农产品的规模效益和生态效益，而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规模的大小可以因地制宜。

五、结论

从权利构成及其位次上来看，我国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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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着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农业使用权、劳动收

益权、生态发展权四项本源性权利，再由集体所

有权衍生出农户承包权和流转经营权，通过三权

合约建立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流转经营权

的统一性。在实践和认识中，人们从合约论上注

重了三权分置的差异性和统一性，未能从本源论

上重视我国农地制度蕴含的四项本源性权利。四

项本源性权利出现的虚置和弱化，三权合约出现

的结构性失灵，要求强化农地的本源性权利。在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要求农地制度中的合约论应以本源

论为目的导向和约束条件，强化农地的本源性权

利。首先，强化农地的集体所有权，采用土地入

股方式将农地集中起来，按照股份制的组织形式

壮大集体经济；其次，强化农地的农业使用权，

建立闲置非农用地农用化的回流机制，维护耕地

红线和粮食安全；再次，强化农地的劳动收益

权，使土地收益与劳动收益相衔接，保证农业劳

动者收入。最后，强化农地的生态发展权，建立

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发展绿色有机的生态产

业。强化农地的本源性权利，是适应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生态振兴的要

求，通过集体与农户、一二三产业、土地与财

产、人与自然有机融合，提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优化措施。强化农地的本源性权利，关键

在于建立能有效对接政府和市场，能有效集中劳

动和资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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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righ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system and its strengthening logic
ZHANG Yuanjie

（Schlool of Marxism，Shanxi Agriucuture University，Taigu 030801，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 theory，China's current agricultural land system contains four unified original rights：col⁃
lective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agriculture use right，labor income right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right. In the reform of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farmers’contract rights and transfer of management rights are derived directly from collective owner⁃
ship，and the unity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contract of three rights. At the same time，it is restricted by agricultural land use
control，agricultural land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However，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
ing up，alo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ndustrial⁃
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yields form agricultural labor have relatively reduced，and consequently，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have migrated to cities，farmland has not been cultivated or have been put to other uses，ecology has suffered from certain dam⁃
age，resulting in the practice of farmland system in our country in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the source rights existing in name on⁃
ly or weakening. It also makes the contract of the three rights on which the current system of separating the three rights of farm ⁃
land works fail structurally，and the other three original rights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degrees. In such condition，the new con⁃
tract farmland system theory should be guid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origin theory，and b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
erty rights system，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increasing agricultural laborers’income，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the land source rights will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Agricultural land system；Origin theory；Original rights；Contract theory；Three-right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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